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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这样两个转变时
期：经济体制加速转轨与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即经
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社会结构由农
业、乡村、封闭半封闭社会转向工业、城镇与开放社
会。 非常明显，这种转变的重心是发展城市，因此，
当户籍制度松动，城市就业、生存机会较大，而农村
的生存环境、机会受到挤压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背井离乡，成为劳动力城乡流动大军中的一员。 为
了生存，他们大多选择独自漂泊在城市，而家中的
老人、妇女和孩子则被留在农村，形成中国农村特
有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现象。 我们除了
要关心那些在城市中处于弱势的流动人口之外，也
不能忘了那些被留下来的人。
那么作为甘肃省这样一个特有的民族———东乡

族，他们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有什么特点？为什么是
女性大多被选择留下来？ 什么因素决定了她们被留
下来？ 这种留守和汉族或其他民族的留守又有何不
同之处？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在甘肃省东乡县龙泉乡
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在这里，笔者之所以更愿意用
女性这个词，而没有用妇女，是因为笔者的研究对象
并不专指那些成年、已婚的女性，还包括一些未婚、
未成年辍学在家以及一些年老的女性。
一、生育观：性别偏好

传统东乡族社会一般喜多生孩子，“ 重男轻女”
思想严重。“ 有女无儿不甘心，有儿无女不称心，一
男一女不放心，三男两女才顺心”是大部分东乡人
到现在为止还奉行的生育观念。 这种“ 重男轻女”首
先表现在一些日常的生育习俗中。 比如生了男孩之
后大多仪式隆重、举家欢庆，如果是女孩的话，则仪
式简单、低调处理。 从一些民间谚语也可以看出这
种“ 重男轻女”的思想。 如‘ 黄金送入土，白马套龙
头，祸害嫁出去’之说。 其中，‘ 黄金’指老人，‘ 白马’
指年轻男性。 而贬义词‘ 祸害’则指未婚的女性，女
孩被认为迟早是‘ 别家的人’、‘ 亲戚’，因而嫁出去
的越早越好”[1]。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家长分别对
男孩和女孩采取了不同的养教方式：一般都是让男
孩上学，女孩则在家操持家务、下地干活、等待嫁
人。 有学者调查显示，东乡族女性没上过学的占调
查总体的 83.0%，小学程度的为 10.5%，两部分相加
占调查总体的 93.5%[2]。 从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的数据来看， 东乡族的教育已经取得了大幅的进
步，东乡族六岁及以上人口共有 551196 人，文盲人
口 97262 人，文盲率为 17.65%，比第五次人口普查
减少了 45.23%，但其中男性文盲率为 37.26%，女性
文盲率为 62.74%，女性文盲率仍然大大高于男性。
可以说，东乡族女童自她们出生之日起，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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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为了生存，独自漂泊，成为城乡流动大军中的一

员时，却有更多的人被留在了农村。 东乡族女性之所以留守，既有宗教方面的规制，现实因素的考量，也有社区情理的影响，而

且在女性人生的不同阶段，起决定作用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形塑了东乡族女性留守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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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了鲜明的社会角色；在成长过程中，她们的性
别观念与性别行为模式逐渐刻板化、定型化[3]。“ 女
子无才便是德”是她们从小就接受的观念，在现实
生活中，家庭和社会对她们的要求是：书可以不读，
学可以不上，家务却不可以不会做。 在她们的一生
中，最重要的事不是学业有成、事业有成，而是要遵
守妇道、孝敬公婆、勤俭持家等，在出嫁前，是“ 以父
为纲”，出嫁后，是“ 以夫为纲”。 这样的养教方式，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东乡族女性的发展。
二、父权制特征明显：性别角色固化
父权制大多被女性主义者用来分析在社会性

别关系中， 为什么男性和女性的权力关系不平等，
以及由这种不平等造成的男性统治和女性被剥削

与压制的后果。 韦伯认为父权制是具有父亲对儿子
的支配、男性对女性支配的支配类型。 笔者同时参
考了金一虹的观点，她使用的父权制概念建立于一
种等级家庭制度的意义上，这种等级家庭制度基于
年龄、辈分与性别三种等级序列。 她认为，父权制家
庭的权力关系具有的特点是父主子从和男主女从，
在家庭成员角色分工、权利义务以及财产继承等方
面的规则体系都与这样的家庭权力关系相适应 [4]。
白路、杜芳琴认为，父权制作为一种家庭制度，如果
从父亲的角度看有三个基本要素———父系制（ 即血
缘、世系或家系按照父子相承） 、父居制（ 居住的惯
例是子女以父亲的住所为居所） 、父姓制（ 随父亲的
姓氏） 。 从夫妻关系的角度看，父权制又包括夫权制
（ 丈夫支配妻子的权力） 、夫系制（ 以丈夫的家世延
续） 、夫居制（ 女子婚后要移到丈夫的居所） [5]。
传统的中国农村家庭一直维持着典型的父系

父权制特征，在生产、生活分工模式上是“ 男主外，
女主内”， 与之相匹配的权力关系模式是“ 男主女
从”和“ 男尊女卑”。 儒家文化对妇女在道德、行为和
修养方面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规范要求———“ 三从四
德”。 “‘ 三从’即‘ 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 四德’即‘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妇德’即妻子
温婉听从，‘ 贞顺’是‘ 妇德’的核心，对丈夫要守身
如玉， 对公婆、 丈夫甚至对家族所有人谦恭有礼；
‘ 妇言’即讲话要适当得体，善于应对；‘ 妇容’、‘ 妇
功’ 则要求妻子对待丈夫神情和态度要温顺柔和，
从事的工作主要也是家庭内部事务”[6]。 很明显，在
这样的社会，男性拥有家庭中的绝对控制权，处于
支配地位，是家庭中的主要决策人。 在夫妻之间，丈

夫处于核心地位，“ 夫为妻纲”， 妻子要对丈夫绝对
服从。 在这种观念的浸染和熏陶下，可以想象，生活
于其中的女性地位必然是卑微和低下的，她们的一
生也许都要附属于某个家庭和某个男性。
东乡族信仰的伊斯兰教其早在唐代就由大食

使者和商人传入中国， 在它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
长期与中国儒家文化相互交融渗透， 深受其影响。
虽然《 古兰经》 、《 圣训》等伊斯兰教的神圣律法，都
主张性别平等， 妇女和男子拥有平等的经济权、财
产继承权、教育权等，但同时这些律法中又强调，妻
子应该顺从、遵从丈夫，家中的一切事务应该丈夫
说了算，丈夫才是一家之主。 因此，在现实中依然实
行的是男尊女卑。 而这种现实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
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儒家学说重男轻女的思想“ 不
谋而合”，在东乡社会、在大岭村落地生根、延续发
展至今，形成其典型的父权父系特征。
尽管这种传统的家庭模式作为传统社会的产

物，存在着很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但作为一整
套严密的家庭制度，它通过数代人的承继，已经得到
很多社会成员的认同， 并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自我约
束力。 即使是在这一套制度体系中处于受伤害地位
和弱势地位的妇女， 也已经习惯和默认了这样一种
社会文化强加给她们的生存地位，使本来不合理、不
公平的事情成为合理和公平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所
说的建立在传统家庭制度基础上的和谐， 这种和谐
是以妇女对传统的妥协和顺从为代价的，这种“ 妥协
性和谐”所带来的后果是家庭的稳定，每个家庭成员
都按照既有的家庭制度安排给自己的角色和职责，
年复一年的过着没有多大变化的生活， 如果没有外
力的推动，这种和谐和稳定还将保持下去[7]。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女性和

主张男女平等的法律，但是，法律的作用要想在偏
居一隅的乡村社会达到理想的效果总是那么困难。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是‘ 礼治’社
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 礼和法在维持
规范的力量方面不同， 法律要靠国家的权力来推
行，礼却要靠传统来维持。 尤其是在乡土社会，传统
的效力更大，它的重要性更甚于在现代社会 [8]。 对于
大多数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东乡族来说，他们的传
统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 法律并没有改变
他们在家庭私人领域内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也没
有改变他们夫妻之间的权力关系模式，真正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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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冲击的是现代化，是城市化，是他们自己的选
择，是家庭成员的流动。 笔者田野调查的结果显示，
大岭村大量青壮年劳力的流动对父系父权制的家

庭制度产生了削弱和侵蚀， 年轻一代外出就业，成
为家庭经济的支柱，经济实力增加，相应的家庭权
力也有所提升， 老人的权力和权威则有所下降；家
庭中男性成员的外出，也促进了已婚女性家庭地位
的改善，尤其是对那些留守妇女来说，在家庭事务
和家庭决策方面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但是，我们也
必须承认，在大岭村，父系父权制深层的文化资源
和规则并没有被触动，深层的物质资源如父系财产
继承、从夫居等也得以保存。 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依然强调“ 父主子从”，在主干家庭和联

合家庭中，父亲经常成为一家之主，掌握家庭权力。
父母对子女的婚事具有绝对权威，“ 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仍然是婚姻缔结的主要形式。
其次，强调“ 男主女从”，不管是在流动前还是

在流动后， 家庭财政大权一般由丈夫直接掌控，并
且由丈夫掌握家中重大事务的决策权，而妻子仅在
涉及柴米油盐及个人衣物等日常生活事务上有一

定自主权。 通过对个案的深度访谈，我们也可以看
出这点：

“ 我现在一个月基本上能挣四五千， 大部分都
要交给父亲，只留下我和媳妇的生活费。 她平常买
东西比如说衣服什么的也都不用和我商量，一般和
我要了我就给，不过我没钱的时候也没办法给。 ”

“ 现在家里有什么事情也都是我说了算， 包括
孩子升学啊，都是我说了算，起码一个人说了算，全
部人说了算这个事情也不行嘛，一般事情我们也研
究商量着呢，大事情上随便商量，再商量的没有，我
说了算着呢呗，再你家长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呢。 ”

“ 一般要买个家里的小东西、衣服啊什么的，她
要了钱就自己买去就行了，也不用和我商量，我买
东西也不用和她商量。 我买我的，她买她的，都不用
商量。 ”

“ 现在我和儿子都出去了， 家里的小事情儿媳
妇可以做主，比方说买买东西什么的，孩子上学那
些大事都要打电话给儿子的。 ”
第三，性别角色分工，依然以“ 男主外，女主内”

的模式为主。 在东乡族社会，无论男女都有这样一
种共识，即男人只能干男人的活，家里的活是女人
的。 所以不仅男性认为家里的活都是女性的活，就

是女性也认为做家务是自己分内的事，并不要求丈
夫参与其中 [9]。 村里的留守妇女大多是这样说的：

“ 家里的活都是我的，做饭、洗衣服、看娃、喂牲
口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他就是种麦子、收麦子的时
候回来一下。 ”

“ 丫头放学就丫头干，丫头不放学就是我干，丫
头洗衣服做饭什么的都会干， 她从小就一直干着
呢，有时候她上学回来就干着呢，我们这个农村娃
娃都会干。 他不干，他要忙生意呢。 ”
在丈夫流向城市后，那些留守在家庭中的妻子

所要承担的家务活比流动之前多的多。 丈夫外出之
后，她不光要在家里忙活，要照顾孩子、照顾老人，
还要耕种着家里的农田，养羊、养鸡等。 女性不光是
家务活的主要承担者， 而且家务活的工作量非常
大、体力特征明显，占去了女性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即使在那些跟随丈夫进城的妇女，也多是延续

她们在农村的生活，“ 相夫教子”、伺候公婆、操持家
务。
第四，在家庭财产继承、赡养老人和祭祀祖先

问题上，依然实行父系原则。 只有儿子（ 幼子经常分
的多些）和孙子才享有家庭财产的继承权，东乡族
女性无权继承任何家产。 相应的，在奉侍父母方面，
只有儿子（ 尤其是幼子） 、孙子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和
义务，女儿一般不必承担这样的责任和义务。
第五， 新婚夫妇的居制形式依然为从夫居，即

新婚夫妇都从男方的父母居住。 并且一结婚就分家
的现象非常少， 通常都是要和父母共同生活几年，
等到后面的兄弟结婚才会分家。
第六，在家庭外部关系网络中，依然是重家伍

（ 建立在父系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关系） 轻亲故
（ 建立在母系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基础上的姻亲关
系） ，尤其是对亲家伍（ 同一祖父的直系后代）更为
倚重。 一般与夫妻双方交往和关系密切的都是有血
缘关系的父系亲属家庭，而与建立在姻缘关系基础
上的母系亲属家庭则关系较为疏远。 即使是在家中
男性劳力外出后，那些村中的留守妇女如遇事需要
帮忙，也多是寻求夫方同宗的兄弟，与妻方亲属关
系不管是在生产合作还是在生活互助上，建立的亲
密关系都非常有限。
三、女性外出就业受限
大岭村作为一个乡村社区，它的经济、教育、文

化等，都会对生活其中的村民产生约束和影响。大岭

民族学

▲

85



《 民族论坛》 2015 年第 9 期

村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土地全部为山旱地，且无灌
溉设施，只宜于种植洋芋、小麦、玉米；当地自然灾害
频繁，尤其是干旱造成的损害尤甚，农作物基本靠天
吃饭，产量非常有限；大岭村虽然山大沟深，但没有
草原，不能养大群牛羊，每家一般也就是有两三只山
羊；大岭村也没有可资利用的林业资源和矿业资源。
村民如果不外出经商或打工，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因此，增加收入为生存，是村民选择外出的内在动力
因素。 大岭村有两所小学，其中苦泉小学是试验点，
只到三年级，主要面向苦泉社、祁家山社、阳洼社的
适龄儿童；大岭村小学是面向整个村的适龄儿童。因
为这里住户分散，下面的苦泉社、祁家山社、阳洼社
和上面的石拉录池社、大岭社、和岘社离得很远，所
以孩子上学非常不便。 从村里各社到乡政府就只有
一条狭窄的土路，旁边就是大山沟，一些小的自然灾
害就会严重影响村民通行。 祁家山社的社长认为村
里很多孩子不上学主要是因为：“ 学校本来就少，远
一点的，有很多就不想去了，家里人也不让去。 ”由于
硬件和软件设施建设不足， 严重影响了村里正式教
育的发展。学校正式教育程度的有限，也就极大地限
制了村民外出打工所能从事的职业。 他们大多在工
地上当小工， 也有不少人骑着自行车在城市收购废
旧家具、家电，当然还有一些能干的，他们有自己的
店铺，收购旧门窗、旧木材。 村里唯一一位有城镇户
口的是在龙泉乡中心小学教书的老师， 而我们调查
的其他所有流动人员，其户口都还留在村里。大岭村
的文化主要由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和传统儒家文化

的因素组成。 经济上的相对落后、 地理上的偏居一
隅，形成了这里文化上的相对封闭和保守，伊斯兰教
对妇女的严格规定、传统儒家“ 男尊女卑”的思想在
这里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 对未婚女性的限制尤甚，
即使她们不念书了， 也是坚决不被允许去外面打工
的。 这种文化特点形成了大岭村重男轻女的性别偏
好、“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和“ 男主女从”的
权力模式。 传统文化经世代沉积，已成为一种社会文
化心理结构，变成一种社区成员的共识；然而，作为一
种意识形态，它并不会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
马上发生变化，它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独立性 [10]。
沈崇麟等人曾经在讨论影响城乡家庭制度变

迁的因素时指出过区域文化（ 亚文化）的作用，他们
认为，地区亚文化决定了一个社区中为大多数人所
认可的行为规范及与之相适应的观念， 在地处偏
僻、相对封闭、文化相对落后的社区这种地区亚文
化的作用更加明显。 虽然这些规范与观念可能与一
定社会的制度和规范不适应甚至是有悖，但是因为
社区比较封闭而且居民的文化水平较低，所以这些
行为规范与观念在社区中得以存在并发挥作用。 那
些生活在社区中的人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首先要
考虑的就是社区中的其他人能否接受他的行为，这
个同时也成为他们选择自己行为的主要参考标准。
换句话说，只要同一社区中生活的大多数人赞成他
们的行为，他们就认为可行 [11]。 后来 ，在《 城乡家
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 一书中，
杨善华、沈崇麟做了进一步论述，他们认为：所谓的
“ 社区情理”，就是由地区亚文化决定的一个社区中
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规范及与之相适应的观

念。 这些由地区亚文化形成的“ 社区情理”，就是这
样影响了生活于其中的人的观念和行为，并进而影
响了他们的家庭与家庭关系 [12]。
大岭村以家中男性劳动力个人季节性流动为

主，全家迁移为辅的流动现状和特点，既有宏观社
会变迁的作用， 有家庭自身实际情况的具体考量，
也有个人受教育状况、价值观、家庭地位的影响。 但
是，笔者以为，在这里，由宗教信仰和村落社区共同
形塑的“ 社区情理”的作用不容忽视。对大岭村的村
民来说，最大的社区情理就是对女性外出就业的限
制和剥夺，其中对未婚女性的限制尤甚。 村落中的
人无一例外都是这样表示的：“ 我们这儿的女人不
能出去打工”。 当笔者就这个问题问到杨么乃大叔
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
问：咱们这儿现在妇女还不让出去打工吗？ 答：

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习惯， 妇女出去打工的很少。
问：那您怎么看妇女出去打工？答：那个不好。问：为
什么不好？ 答：那就是不好，你们那里妇女姑娘都跟
着打工，然后就跟着别人跑了。 男方家里还跟娘家
去要钱，这不好。 你们那里谈得好了结婚，谈得不好
分手，我们这里没有，我们回族①的习俗就没有这样
的。

①在我们访谈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人都把自己称为回族，问原因，都说回族和东乡族一样，没分别，叫回族方便。

86



杨大叔的说法其实也是这里大多数人的看法，
女人（ 尤其是未婚的女人）不能出去打工，已经成了
这里不成文的规矩。 这样的规矩具有很强的约束
力，生活在这里的人，谁也没有想着去打破它，人们
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包括妇女本身，所有
的人已经心安理得的接受了这一切。
即使是在开放的城市社区中， 大部分人还是依

然延续了“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只有小
部分家庭由于受到生存压力的影响， 被迫选择暂时
脱离这种“ 传统文化的非正式制约”，允许女性外出
打工。 下面是两个表示可以接受女性打工的个案：
个案 1：
问：那您老婆平常的业余活动都有哪些？ 答：她

也打工啊，这跟前打工的厂房多的很。 问：都做什么
工作？答：那不一样，有时候做那种烤箱炉子嘛，就是
打零工。问：我们在村里调查的时候不是说咱们那的
妇女都不让出去打工吗？答：我们老家的人就不让出
去打工，我们在外面的人就再没管，打工，你要挣钱
嘛，要不然日子这里过不去。 家里坐着呢，她就不打
工就在家里种庄稼，一般是不让出去我们那边。
个案 2：
问：您对妇女出来打工有什么看法么？ 答：没什

么看法，我媳妇没什么文化也干不了什么。 问：别的
东乡族的妇女有出来打工的，您的看法呢？ 答：出来
打工可以。 问：村里小姑娘是不让出来的是么？ 答：
一般姑娘反正是很少出去。 问：这个是村里的规定
还是约定俗成的？ 答：约定俗成的。 问：那别的村也
是这样么？ 答：东乡基本上都一样。
城市社区的异质性、流动性及次级互动等特质

不同于乡村社区的同质性、稳定性及初级互动的特
质， 所以城市社区形成不了农村那样的“ 社区情
理”。“ 全漂式流动家庭”因为生活重心的转移，他们
已经与大岭村的关系淡化，所以村落社区对他们产
生的约束和限制力量也相应的减弱，那些在农村不
允许妇女打工的规定在城市中也相应的失去了一

些支持者。
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 使得在村落中形成的

“ 女性不能出外打工” 这样的社区情理在城市得以
继续发挥作用。 同时，受大岭村自身独特的地理位
置、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也
使得“ 女性不能出外打工”这一在东乡地区具有一
定普遍性的社区情理，却在大岭村得到了更严格的

实践。
以往学术界对国家与家庭相互作用的考察，主

要集中在制度变迁如何影响和制约家庭上，同时更
加关注家庭如何发挥能动性来应对这种变迁以及

家庭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却忽视了国家和家庭之间
社区的力量。 因为正是建立在宗教和传统文化基础
上的大岭村独特的社区情理，对于生活其中的村民
还具有相当的约束力，即使是暂时脱离这个小社会
的村民，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会自觉的去延续和遵
守传统乡村社会固有的秩序和生存模式，形成“ 全
漂式流动家庭”中同样“ 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
式和“ 男主女从”的家庭权力模式。 但也同样是由于
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的完全不同，有不一样的社区
情理，城市自由、开放、陌生人社会的性质使得一些

“ 全漂式流动家庭” 暂时抛开原有的乡村社区情理
的限制，允许妇女出去打工。 如果只考虑国家的制
度变迁对家庭的影响或家庭的策略对国家与社会

的影响，我们就会在接近问题本质的道路上失去重
要的一个环节。 个人、家庭、社区是国家的三个基本
细胞，缺一不可，社区的情理虽然有时候并不一定
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相符，但却因为符合当地人的传
统观念，所以会深刻影响生活在那里的家庭和人。
四、结语

“ 选择什么方式流动， 是一个农民家庭的重要
决定，他们要考虑的因素是，既要抓住出外挣钱的
机会， 又要保证自己的家庭的正常生产和生活，于
是大多数家庭选择了丈夫流动，妻子留守，这对一
个抗风险能力薄弱的农民家庭来说，应该是一种最
佳的选择。 第一是经济的考虑。 既能保证挣外面的
钱，又能保证家庭的原来的收入不受影响。 第二是
传统的‘ 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模式使然，男人
作为一家之主， 认为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去挣钱打
工，既有风险、又要吃苦，理所应当是男人的事情。
第三是出于家庭需要的角度。 妻子在家照护老人和
小孩，管理家庭副业和农田。 其四是出于社会关系
或社会资本优势的考虑，在一个家庭中，男性的文
化程度比女性高，见世面的机会比女性多，社会关
系多，社会交往能力强。 因此，绝大多数家庭选择由
男人打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可以说是这是一种主
动性选择”[13]。但是如果我们只从以上四个方面来考
察东乡族女性留守的状况，就势必会忽略更深层次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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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乡族女性留守状况的研究，要从整个女
性生命历程的角度来分析， 在女性未出嫁之前，主
要是受宗教的影响。 由于伊斯兰教对妇女的严格规
定，诸如蒙面纱和深闺制度等，女性除非依靠上大
学走出山村，否则即使那些辍学回家的女性，也不
能随随便便出去打工，只能在家帮助做家务，等着
嫁人。在东乡族女性结婚之后，限制有所松动。能不
能出去打工，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四个现实
原因，比如说经济原因、家庭原因、个人受教育程度
因素等决定，另一方面则主要跟本村落社区独特的
社区情理有关。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有的村子女性婚
后外出打工的比较多， 而有的村子则依然比较少。

而在那些对婚后女性外出就业仍诸多限制的村子，
当那里的村民举家进城后，有的也就没有继续遵守
农村的习俗。 也就是说这种“ 传统文化的非正式制
约”在离开村落社区后出现了一定的松动。
从而我们可以看到，造成东乡族女性的这种留

守现象，既有宗教方面的规制，现实因素的考量，也
有社区情理的影响， 而且在女性人生的不同阶段，
起决定作用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这些因素相互作
用，共同形塑了东乡族女性留守的现状，具有其独
特性， 这也是我们应该给与更多关注和思考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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